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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东亚地区，曾经存在着历史久长且层面宽阔的“汉字文化

圈”。这一文化圈以“汉字”作为东亚各民族和各地区文化连接的桥

梁，共同创造着古代东亚辉煌的文明，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伟大而

独特的一页。

地处东北亚的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是古代东亚“汉字文化圈”

极为重要的国家。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古文献，例如《山海经》中，便

开始有了关 ）与“朝鲜”的记录，距今已于“原日本人”

有二千四百余年的历史了。这是中国，或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

“日本”与“朝鲜”的记载。从那时候起，他们为了发展自己的民族与文

化，曾历尽千辛万苦。就其文化而言，日本与朝鲜的民族文化的发展，

一般地说来，在他们自身的人文与自然的土壤中生成繁衍的同时，始

终保持、维系并发展着与中国文化的层面广泛且时间悠久的联系与

交融。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华民族的文化成果，以各不相同的

形态融入日本与朝鲜的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成为日本列岛与朝鲜

半岛相应的历史时期中自身民族文化发展的强有力的积极的因素。

这些融入于异质文化之中的中华文化的若干因素，已经变异为日本

文化或朝鲜文化的有效的成分，并作为日本文化或朝鲜文化的民族

成分的一部分，不断地参与对新到来的中华文化实行新的“变异”。它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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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表现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又表现了东亚一些民族

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结构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本志主要的内容，便是依

据上述的东亚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阐述中国与日本、朝鲜等国

文化交流的基本过程。

由于篇幅的限制，所论各题尚有许多丰富的内容只能割舍，而涉

及文化史学的相关的理论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著者有关的

著作，以弥补于万一。本志的读者，也可能产生一个疑问，这便是关于

中国与日本、朝鲜文化关系的双向流动问题 这是双边文化关系

或多边文化关系研究中具有敏感性的问题。本书著者认为，从文化发

展的历史而言，两种文化一旦形成文化史学上称之为“交融”的关系，

那么，这种“交融”或“交流”总是双向存在的。但是，由于在特定的历

史时期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的“势”的不同，因而便造成双向交

融或交流的“当量”是很不相同的。

例如以古代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关系而言，当中国文化源源

不断地东传日本之时，日本文化也确实传入了中国。公元八世纪初

期，著名的日本歌人山上忆良就在中国创作了“三十一音音数律”的

和歌。八世纪中期，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又创作了著名的

《三笠山歌》。这两首和歌的创作，都是在《万叶集》编撰之前。《万叶

集》与《古今和歌集》中，都编有日本人在中国创作的作品。十四世纪

时期，四十七音图的日本假名，已完整地传入中国。十六世纪，中国人

开始了对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例如在明人李元恭等编撰的《日本

考》中，对和歌的汉译多达 首。这无疑是世界上最早的和歌翻译。

十七世纪时，中国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曹寅，他是小说《红楼梦》的作

者曹雪芹的祖父，他根据当时流传的“寄语（”即中日词汇对照），在他

自己创作的杂剧《太平乐事》中，特地用假名写了其中的第七幕《日本

灯词》。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用日本文字进行文学创作。我相信这也是

世界上第一位用日文进行文学创作的外国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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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记录在中日文化关系史上都是极为辉煌的。但是，从中国文化发展

的总体历史来说，古代日本文化西传的这些事例，未能“融入”中国文

化的本体之中，例如未能像汉唐时代的西域文化或在更长的时代中

的南亚佛教文化那样，构建成中国新的文化形态的因素，因此，在本

志写作时，就没有能把这些生动的事例组成章节写入书内。这倒不是

著者的疏漏，而是经思考所作的选择，尚希读者鉴谅。

本志的读者，将有可能对古代中国与日本、朝鲜的文化关系的基

本线索，获得一个大致可靠的认识，如果由此而加深对东北亚文化的

丰富性和中华文化所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理解，那便是对本志著

者最大的慰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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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发现

——中国上古文献中

关于日本的记载

第一节《尔 下” 本”的定名雅》中

公元前五世纪至前三世纪，中国上古时代最早的字书《尔雅》第

一次记叙了我国先民对中国四周的地理观念。它称北方为“觚竹”，南

方为“北户”，西方为“西王母”，东方为“日下”。其中关 下”，《尔于

雅》说：

日下者，谓日所出之所，其下之国也。

在古代汉语中，“下”主要有两个意义。一是表示“从高处到低

处”， ）和“ ）等同义，与日本语中的“

属于动词形态。一是表示“所处的位置在下方”，与日本语中的“

）和“ ）等同义，属于名词 中“日下”尔雅形态。

的“下”，应当属于后一种意义的方位词。所以，所谓“日下”，便是“在

太阳之下”，而不是“太阳落下”的意思。

的“日 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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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尔雅》的这一表述便可以得到顺理成章的诠释。它的本意

是说，中国之东，那里是太阳照耀下的土地。这一记载，在当时未必确

指日本列岛，它更多地是表现了中国古代先民关于太阳的奇特幻想和

对于东海的神奇传说，从而构成了上古时代独特而神秘的东方观念。

尽管如此，但是由《尔雅》所表述的中国上古先民的这一东方观

念，与以后 本”的定名，却有着密切的关联。

日本在飞鸟时代之前，关于自身的国土和人种，并没有一个统一

的确定的名称。日本最早的书面文献《古事记》是依据上古流传下来

的若干“帝纪”和“旧辞”编纂而成，其中称自己的国土为“大八岛国”、

“大八洲”“、苇原中国”“、丰苇原水穗国”等。八世纪末编成的《万叶

集》及以后的《古今和歌集》，自称国名为“ ，用汉字

倭”或“倭国”。这显然是把中表为“ 国古文献自《山海经》以来关于

倭”的记载，与《三国志 魏书。倭人传》中关于“邪马台”记述综合

而成的定名。然而，在七、八世纪时代日本律令制国家体制逐步确立，

形成古 本”。公元 年依据代国家的时候，朝廷开始官定国名为

中国传统的编年体裁又采用古汉文撰写成的日本古代第一部史书，

首次命名为《日本书纪》。

“日本”的含义便是“太阳的故乡”。在这里“，本”就是“ ”的意

思，即在太阳之下。那么，当时的日本人究竟依据什么观察，感受到自

己生活的土地竟然是“太阳的故乡”呢？地球运动的实际状况使人类

对于太阳的升降具有共同的感受 即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降

落。这一点，对古代日本人来说具有同样的意义。因此，“日本”这一

名称的意义，在最初的时候，它并不是日本列岛本土居住民的意识，

而是观察到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日本列岛西侧的居住民的意识。

实际上“，日本”这一名称，与中国《尔雅》中把东方称为“日下”具

有极为深刻的内在关联。六七世纪时代的日本贵族阶级正是接受了

《尔雅》中所表达的上古时代中国先民的最原始的东方地理观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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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把它作为自己生活的土地、国家和人种的称谓。

古代日本确定 本”这一国名与“天皇”这一称号，经历了一个

历史过程，从中显示出《尔雅》的东方观念对当时日本最高层知识分

子心态的影响。古代日本的最高君主在确定“天皇”的称号之前，曾称

为“王”“、大王”“、天子”等。公元 年，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大臣小

野妹子携带“推古天皇”（这是后世的称呼）致中国隋代皇帝的《国

书》。此《国书》的开首这样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此

话的前半部分“日出处天子”是日本国王的自称，文句中的“日出处”，

明显地来自《尔雅》中“日下者，谓日所出之所”，使用的是中国先民的

东方地理概念。此句的后半部分用 没处天子”来指称中国的皇帝，

这里表述的是日本人的西方地理观念，认为中国便是太阳西落的地

方。这是当时日本的贵族知识分子仿照《尔 所出之所”而拟雅》中

就的西土地理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确认“日本”这一定名是从“日

下”引伸出来的，这并不过分。这是《尔雅》表述的中国古代先民原始

东方观念的最大价值。

第二节《尚书》中的“岛夷”与“原日本人”

中国上古时代记载日本列岛的知识的最早的文献，应该推断为

《尚书 禹贡》 。《禹贡》为《尚书》中一篇独立的地理学著作，相传它

记叙的是大禹时代华夏族的地形、山川及田赋等的状况。司马迁确信

《禹贡》的价值，《史记 夏本纪》几乎全文抄引《禹贡》的文字。

如果从《禹贡》记叙的地理观念来考察 北起冀州，南至衡阳，

①此《国书》引文见《隋书》卷八一“东夷传”，并见《册府元 悖慢》。龟》卷九九七《外臣部

②本章引《尚书》文，皆见清人阮元 年版。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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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自佣州，东抵大海，这显然是战国时代政治活动的主要区域。由此

大致可以判断《禹贡》是公元前五世纪至前三世纪时代的作品，无疑

是世界上最早的地理学著作。

在《禹贡》中，有两处记载透露出中国古代先民关于日本列岛的

最初的知识和观念：

其一曰“：冀州 ⋯⋯岛夷皮服，挟右碣石，入于河。”

其二曰“：扬州 ⋯⋯岛夷卉服，其篚织贝，其包桔柚锡贡。”

这是中国上古时代与海东原始居住民的最早记载。

从殷周开始，华夏族关于域外四方居住民的基本概念，习惯上采

用“北狄”“、西戎”“、南蛮”“、东夷”的称谓。最早时期的“东夷”，指的是

今天江淮流域一带的原居住民。自春秋后期之后，江淮流域逐渐得到

开发，楚、吴、越等诸侯国曾强大于一时。从此时代起，中国古文献中关

于“夷”的观念，与殷周时代的“东夷”，其内涵便有了很大的不同。随着

江淮流域的繁荣与海外交通的拓展，上古时代中国人的地理知识面也

逐步扩大，这时候所谓的“夷”与“东夷”主要是指海外居住民了。

从《禹贡》所指示的方位来看，它所记载的“岛夷”，指的是中国战

国时代活动于我国河北之东大海之中，与江浙之东大海之中的域外

人种。他们分别从冀州（今河北）与扬州（今江苏）一带，分南北两路，

登陆上岸，进入我国境内。此种“夷民”，考之战国时代的地理观念，再

参证相关的古文献资料，可以判断，他们是日本列岛上的原居住民。

人类学上称之为“原日本人”

那么，究竟依凭什么作此判断呢？《论语》中有一段很有趣的事

实，生动地表明了那个时代中中国先民关于“夷”的观念的演变。

《论语 公冶长》记孔子曰：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①本章引《论语》文，皆见清人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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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打算如果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他就准备乘筏渡海，离

国他去。此种因政治的失意而欲作“寓公”的想法，是上古以来中国华

夏知识分子的传统，并不奇特。令人震惊的是，孔子竟然欲渡海东走。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言明打算移居海外的政治家、社会活动

家和学者。那么，孔 地理志》说得子倒底准备去什么地方呢？《汉书

很明白，其文曰：

孔子悼道之不行，设桴于海，欲居九夷。夫乐浪海中有倭人，

分为百余国。①

这两段史料中，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春秋时代，海外传闻

的增多及与海外交往的拓展，促使孔子产生了欲去海外作政治“寓

公”的念头。第二，孔子欲居的海外，就是“九夷”之地。而此时的

“夷”，已不在中国本土，实在便是乐浪海中的“倭人”。据此则知，此时

代的所谓“夷”，即是“倭　 ，也即是“原日本人”。

从现在的研究中已经获知，古代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的交往，首

先是通过朝鲜半岛来实现的。从日本列岛的九州，越过对马海峡，沿

朝鲜半岛西南海岸，西北向航行，便可到达中国大陆。《禹贡》中所记

在冀州见到的“岛夷”，即是沿此航线进入我国河北渤海湾的“原日本

人”。他们身穿兽皮衣服，沿碣石山下行，到达黄河入海口。在这里需

要指明的是，《尚书》中的“右”，是与《易经》中所表示的相一致的方位

概念，即指“西”位。同时，上古时代中日之间的联系，也有利用季风，

直接越过东海而到达中国大陆的江浙沿岸，然后登陆上岸。《禹贡》中

所记在扬州见到的“岛夷”，他们身穿草麻编织的衣服，挑筐中装着贝

类的海货，又以桔子、柚子等南方水果进献，这便是利用季风和大洋

回流，直接渡过东中国海，到达江浙大陆的日本列岛九州、鹿儿岛等

的原居住民。

①本章引《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皆见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校刊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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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 禹贡》中记录的这些“岛夷”，是全世界第一次在文献中

记录到的“原日本人”。

第三节《山海经》中的“倭”与“阿伊努”人

《山海经》在中国上古文献中，第一次用“语音记录”的方式，记录

到了在中国大陆活动的“原日本人”的人种的名称。它的历史价值是

无可替代的。

关于《山海经》的编纂年代，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说来，把

它确定为中国战国时代后期的作品，即编纂于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是

比较合理的。此书的作者广收各种奇闻怪事，由此而保存了极为丰富

的资料。其中，关于“原日本人”的人种名称的记载是极为重要的，《山

海经》第十二《海内北经》曰“：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

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记录。它提到了三 “盖国”、个名称

“巨燕”和“倭”。其中“，盖国”，当是朝鲜半岛上的一个部落，而“巨

燕”，则是战国七强之一。不称“燕”而称“巨燕”，当是燕国之自称。此

处最可注意的便是“倭”了。这是中国古文献中首次使用“倭”来指称

“原日本人”和古日本。其后，中日双方共同使用这一称谓长达近十个

世纪。

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中的记载，加强了《禹贡》的确证性。《论

衡 恢国》篇曰“：成王之时，倭人贡畅。 论衡 儒增》篇曰“：周时天

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 这都是记载的日本列岛南部的

原居住民携带香草登上中国大陆的状况。

①本 七），中华书局章引《论衡》文，皆见《诸子集成 年版。

本章引《山海经》文，皆见《经训堂丛书》，清光绪十三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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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倭属燕”，并不是说“倭”直接隶属于

“燕国”，而是指“倭”实居于燕国的影响之下。当时，中国的齐、燕两国

正努力于向东方发展，海上交通日见发达。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日

本列岛三者之间的联系已经建立。《山海经》的这一段记载，正是透露

了这样的历史现象 禹贡》所述之“岛夷”相。这一记载，可以与《尚书

互参证。但是，《山海经》与《禹贡》不同，《禹贡》记录的“岛夷”，是当时

倭　，则是中国人对“原日本人”的称呼，而《山海经》记录的“ 当时“原

日本人”对自己的人种的称谓，这是我国先民对古代日本认识的一种

深化。

地理志》继《山海经》之后，中国上古文献如《汉书 、《论衡》等，

皆凡提到当时日本列岛的居住民，都称之为“倭”

为解明《山海经》关于“倭”的记录，必须对汉语的语音史作点说

明。在汉语中，一个汉字表示的音，古代与现代，多有不同，这在日本

语中也是一样的。在语音学上称为“古今音”。“倭”字在现代汉语中

。发声 从构字上说，此字属于为“ “委” ）部，但从汉语的语音

”声，与它相构成的字，也发史来说“，委”在古音系中发“ ”，声为“

如“委”“、矮”“、倭”⋯⋯其中，如“矮” 这个字，在今天的吴方言

中，如在上海话中，还保留着古音 ”，是一个入声字。由此可，发为“

以判断，所 ，在上古时代也发为“ ”。这样就解开了《山谓“倭

海经》的记录 ”人。”人，而是“，原来，它记录到的并不是“

”，有时也称为“倭 《后中国上古文献中所记录到的“ 奴”

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东夷传》记载，公汉书 元 赐以

印玺 月。”中国皇帝赠送给倭奴国王的这颗金印，已于 年

日 本光格天皇天明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在九州志贺岛的叶崎出

土，现保存于东京国立博物馆中。此金质印章的文字为“汉倭奴

）国王印”。此即证实了“倭”即是日本列岛人，他们也称为“倭

奴”。中国《禹贡》中所记载的“岛夷”，即是“倭”或“倭奴”。原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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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原日本人”的两个不同的称谓。

原来，《山海经》等中国上古文献中所记录的“倭”和“倭奴”，便是

”的译音。它不是一个日本列岛最早的原居住民“ 国家国名的译

音，而是一个原始民族的人种的译音。

关于“阿伊努 ）人的问题，是日本古代文化史上一个神秘”

而又复杂的问题

二十世纪初期，英国著名的医学家和人类学家别尔慈（

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期间，曾对日本列岛上的土著居民（即原日本

人）作过比较详尽的人类学研究。他认为，日本列岛最早的居住民，是

一种自称为“ ”的，而被人称为“虾夷”的人种。别尔慈参加了《大

英百科全书》的写作，他在第十二卷中这样写道：

在其他的移民来到日本列岛之前，有一个种族的移民似乎

是在大陆和附近的群岛之间还没有造成广大的海峡的时代，从

亚洲东北渡 。称之海而来。这种人即“虾夷”人，他们自称“

为“虾夷”是因为毛发长如虾须。他们可以被认为是日本的土著，

曾经占领过全日本。但其后逐渐被东北地区的中国人、高丽人、

蒙古人、马来人、印度尼西亚人（包括印度支那与中国南部地区

的居民）所驱逐，向北方退去，一支仅存少数人，残居于北方⋯⋯

他们眉突出，发稠密，眼圆而深陷，睫毛长而分歧，鼻垂直，脸和

全身多毛。

别尔慈的这一见解，得到日本著名的考古学家滨田耕作的支持。

滨田 。他说：氏认为，此种“虾夷”就是“原日本人”

①本《志》作者严绍 于 年 月曾在日本北海道地区对“阿伊努”人进行过民

族学与 报告的可靠性。民俗学等方面的实地调查，并实证

年，在日本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担任客座教授，该中心的“人类学（血

液）实验室”专长研究东亚人种诸问题，蒙尾本惠司教授教示关于“阿伊努”人的

许多知识，深受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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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夷之为日本基础人种之一，是无可怀疑的⋯⋯我以为，‘原日本

人’的形成，大约可以追溯到纪元前数百年或上千年。”

根据别尔慈与滨田耕作等对“阿伊努”（ ）人的研究，可以推

断“，原日本人” ）的形成，正相当于我国西周至战国

时代。这与前述中国上古文献的记载，正相一致。所有的史料都表明，

在公元前二、三世纪之前“，阿伊努” 人活跃于日本列岛。自春

秋战国以来，他们从不同的方向到达中国大陆。我国上古文献中依据

当时各种不同的现状，分别称他们为“岛夷” 倭 倭奴”“、毛人”、、　　

“毛民”“、虾夷”等，而其中以《山海经》起始使用的“倭”和“倭奴”最具

科学性和严肃性。它表明我国先民开始懂得采用语音记录的方法，在

中日交往中记录对象国的事务。

）人 ，“倭”的本意是指日本列岛的原居住民“阿伊努” 但

统一了日本之后，他们也长期习是，当“大和族” 用这一人

种的音译 倭”与“日本”共存并称，而“倭”与。在长达近十个世纪中，

“和”“、大和”又演变为同音同声词。这是一个不具有感情色采的人种

名，又扩展为地域名和国家名。只是到了十五世纪之后，中日之间的

海防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以日本人为主的海盗袭击中国和朝
”

鲜沿海，人们愤而称之为“ 寇”。但这是在中国上古文献记录到“

之后二千年才发生的事情。

倭人传》与“邪马台第四节《三国志 魏书 ”国

日本古代国家最初的雏形，开始于公元三世纪左右。从文化史学

上说，作为国家的雏形的形态，并不能称为“国家”。它们是不同形态

的“部落”与“部落联盟”。但是因为古人并没有这样的科学的概念，因

此，他们常把“部落”与“部落联盟”称之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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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山海经》关于“原日本人”的记载之后，公元一世纪，杰出的史

地理志》中，第一次从政治地理学学家班固，在《汉书 的角度描述了

日本列岛的面貌。他说：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

“乐浪”是当时中国汉代的中央政权在朝鲜半岛上设立的“郡”。

班固当时向世界透露，中国获知在朝鲜半岛的海外，存在着倭人，他

们分为一百余个部落或部落联盟，而且每年到中国来，并赠送礼品。

这与稍后王充在《论衡》中的记载，互相呼应。

当然，班固的报道，只有三句话十七个汉字。但它是世界上最早

的关于日本列岛的记载。从《汉书》开始，中国的“正史”中便建立起了

关于日本的正式的记载。

公元三世纪前后，中国先民关于日本列岛的知识有了一个跃进

性的突破。当时，陈寿根据鱼豢的《魏略》等资料，在其所撰的《三国

志》的《魏书》中， 余字，描述了专门撰写了《倭人传》。全传共计

个“国家当时分布于日本列岛的 ”的状况，分析了它们所处的内外

形势。此篇《倭人传》，至今仍然是研究日本史前社会与国家起源的最

具权威性的文献。

在这 个“国家”中，有一个国势鼎盛的 个“女王国”。它统领

属国，国中以女性名曰“卑弥呼”者为最高首领，又以男弟为政务之辅

佐“，邪马台”为“女王之所都”。由此而形成了日本历史上的千古之谜

邪马台。

虽然“，邪马台”至今还众说 魏书》的这一记纷纭，但是《三国志

载，意味着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正在脱去原始的性质。因为这一关于

“邪马台”的记载，是把日本列岛上的国家与人种作了区分。中国人第

一次在自己的关于日本的报告中，判明了以往各种文献中所记录的

“倭”，是一个人种的名称，由“倭种”所建立的“国家”，以女王国为首，

各具其名，不相混淆。至此，上古时代我国先民的日本观念，大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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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个阶段之后，更趋向于事实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至此，我国上

古先民已经把握了日本列岛的基本面貌。这种认识，多少已经具有了

社会人类学、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的内涵，这是当时世界上最

先进的、最科学的日本观。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由于中国上古文献持续不断的记

录和报道，日本终于被世界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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